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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达人在“梁效”的经历：信睿口述史



  口述者：范达人（以下简称范）


  采访者: 郑实（以下简称郑）


  时间：2005年5月20日


  地点：北京 范达人先生家


  范达人，浙江绍兴人，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1962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同年留校任教。1973年10月至1976年10月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梁效”）写作组长。1975年出席全国第四届人大会议。 1976年10月，“梁效”在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被点名，范达人在被审查之后遭到逮捕，1979年释放出狱，回到北京大学工作，现常居美国。


  我在读到周一良先生的回忆录《毕竟是书生》和范达人先生的《“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之后，开始关注“梁效”，希望了解更多真实情况。和范达人先生取得联系后，他回北京时便邀我到他家中一谈。以下是我整理出的部分访谈内容。（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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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批林批孔”


  郑：您从1973年“梁效”写作组一成立便成为了其中的重要人物。您对“梁效”内部的事情应当说是比较了解的。请您先谈谈“梁效”到毛家湾林彪驻地的情况，以及由此展开的“批儒评法”文章的撰写情况吧。


  范：1999年5月,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了我写的一本书《“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这本书基本上把我知道的一些情况和我的一些看法都写了出来。


  “梁效”在去毛家湾之前已经组织了一个“批林批孔”小组，那是1973年10月。当时我们北大历史系党总支部书记徐华民通知我到清华大学工字厅开会，他说：“你回来后不要向我汇报，也不要把会议的内容告诉任何人。”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以往党员的活动都要向他汇报，这次却不要我汇报，感觉很神秘。我去了，见到北大的魏建功老先生，他是古文字学家，当过我们的副校长。还看到周一良教授，他是我的老师，是《世界通史》的主编，又是魏晋南北朝史的专家，是国内第一流的历史学家。还有人民大学转过来的徐琳，是搞马列的。然后就是我。我当时算历史系的年轻教员，我是搞世界史的，当时周一良先生交给我的任务，是要我搞美国史。因为当时中美关系松动，要加强对美国的研究。所以我召集历史系一些老师和同学开会，我当了临时的美国史组长，有十几个人。我们很兴奋，希望在美国独立战争200周年的时候，即1976年，能够出一部分研究成果。我当时正做美国史梦呢。组里有6个人是清华大学的，比如王世敏、王朝文等，这时迟群、谢静宜进来了。迟群讲话说，上面有意思让北大、清华组成“批林批孔”材料小组。因为林彪有“尊孔”的言论，希望我们进一步搜集资料。谢的讲话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还说这个事情要保密，不要跟其他人讲。我们把清华在此之前搞的材料看了一下，没几条，很单薄。所以我们提出要到毛家湾进一步发掘材料。向迟、谢报告后，我们得到了批准。时间大概是10月下旬到11月初。一个面包车拉上我们十来个人就去了。去了之后翻箱倒柜，搞他的材料。第一次去时，材料掌握得不多。第二次还是第三次，我们就发现在一个瓷缸里有很多条幅。打开一看，是林彪写给叶群后，叶群又回赠林彪的：“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我们当时看了这个材料很高兴。按当时杨国荣的观点，“克己复礼”就是搞复辟。后来我知道，这些被发现的材料直接送给了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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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当时是否明确赋予了你们权力，林彪的东西都可以随便检查翻找吗？


  范：对，只要是为了找和孔有关的材料就可以。他的笔记、书上的眉批、写的条幅、对联都可以。


  郑：都是对原件进行抄录吗？


  范：对，抄下来就报给迟、谢，他们再报给毛主席。


  郑：您第一次进入林的驻地，觉得有被翻动过的痕迹吗？


  范：那当然。我们去之前早就经过多次搜查了，我们去的时候已经重新布置过了。说是林彪住宅的原貌，但还不是原始的样子。比如叶群卧室的墙上挂满了仕女图，我能感觉到一般情况下不可能是这样的，挂画也就是挂几张就完了，怎么可能挂得满屋全是？


  郑：你们当时的目的性很强吗？是明确地要把“林”和“孔”联系在一起？


  范：对，目的性很强，去之前，迟、谢就告诉我们，“发现林彪有‘尊孔’的言论”。让我们进一步搞材料。


  郑：您是搞历史的，对中国历史应当比较了解。当时对把“林”和“孔”联系在一起有什么想法？


  范：林彪事件发生以后，上头向我们传达了毛主席给江青的信、“571工程纪要”等，然后开展大批判。一开始是批“极左”，大概批“极左”就要批到“文化大革命”上去了，所以毛主席感觉到这样批林不对头。


  郑：这是您当时的感觉还是后来的感觉？


  范：当时我觉得林彪打倒一切，的确是“极左”。“文革”初期我受冲击很厉害。所以我对“左”的言论比较反感。当时批“极左”我能接受。叫我们把林彪和孔孟之道联系起来，开始我不理解。后来知道批林是“左”还是右，毛主席有他自己的看法。


  郑：您当时是北大历史系的年轻教师，受到的学术训练还是相对少一些，但是像周一良先生、魏建功先生那样在1949年之前就开始独立学术研究的人，他们对这样把两个不相关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没有产生过怀疑？


  范：没有。我看他们当时也是出于对毛主席的信任，还很积极地工作。查资料、编写材料都很积极，认为自己是在按照毛主席指示工作，还是很光荣的。


  郑：从我这么一个后人看来，林彪阅读一些中国传统文化中较有代表性的典籍，是很正常的。您在回忆文章中也提到，您后来在“梁效”执笔批邓，自己也认为牵强附会。那么对“批林批孔”，您是不是也认为有这种意味？


  范：我没觉得，因为的确找出林彪“尊孔”的言论了。我们还编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经过毛主席的审阅，作为一号文件发表。后来批邓，《红旗》让我们写一篇文章《邓小平与孔孟之道》。我们查了半天，只查到邓有一句“尊孔”言论：“名不正，言不顺。”后来就说，孔子搞复辟，邓小平搞资本主义，也是复辟。这是拼凑出来的，的确牵强附会。


  “梁效”与毛主席的关系


  郑：您一直坚持认为：“梁效”不是江青“四人帮”的写作班子，是毛主席的写作班子，是忠于毛主席的，是在贯彻毛的思想。这在当时，是您和“梁效”其他成员的一个普遍共识吗？


  范：对，这个问题应当说清楚。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个普遍的看法（甚至中央文件也这样定的性）是说“梁效”是“四人帮”的写作班子，有些甚至将“梁效”上纲为“‘四人帮’的反革命别动队”、“篡党夺权的急先锋”。不可否认，“梁效”和江青关系密切。她出题目让我们写过文章，比如《孔丘其人》、《批因循守旧》、《批小国师大国》。她还召开座谈会让我们“梁效”成员参加，带着“梁效”还有“唐晓文”去天津宣扬儒法斗争的历史，到小靳庄访问等。后来她还到过“梁效”驻地，在迟群安排下，一一跟大家照相。关系密切这是事实。但是从本质上、总体上来说，我认为“梁效”是毛主席经由谢静宜、迟群掌握的一个写作班子。这个写作班子主要任务是编材料、写文章，而不是什么“别动队”，组建也是毛主席提议的。


  
    [image: P3]

  


  郑：您是通过什么确定它是毛主席组建的？


  范：谢静宜亲口告诉我的。“梁效”成立后的第一个任务是到毛家湾林彪驻地搞批林批孔材料，这个材料编成以后，毛主席批发为中央一号文件。材料批准以后，在1974年1月25日召开的中直机关大会上，周恩来总理亲口说：“你们这个材料受到毛主席的称赞。”后来我见到谢静宜，问她：“究竟怎么个关系？”她说“梁效”的组建是毛主席提议的。毛说：“你们光找清华的人不行，你们要找北大文科的老师一起搞。”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工字厅会议。


  第二点，“梁效”大量的工作是编材料、写文章。公开发表的据说有181篇，宣扬的都是毛主席晚年的思想，都是贯彻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批林批孔、讲林彪路线实质是极右的、儒法斗争、评价秦始皇、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毛主席都是有指示的。评《水浒》的批示也是直接发到“梁效”的。批右倾翻案风，毛主席的指示首先传到了我们这里，我们都到清华去听会。那时刘冰等人写信告迟群、谢静宜，毛主席说：“他们要打倒迟群、小谢，矛头是针对我的。”毛主席的这句话，若从另一角度去解读，其实把“梁效”与他的关系说得很清楚。


  最后一点，“梁效”的去留存亡，也是经过毛主席定夺的。比如我们工作到1975年9月，谢静宜就问毛主席，下一步怎么办？毛主席说，继续写文章，还要搞点注释，编材料，这都是毛主席说的。另外我们“梁效”做了大量注释工作，编大字本的材料送政治局，都是为毛主席服务。


  郑：但是，毛的很多事情都是通过江青来传达的。或者说，江青是非常忠于毛的思想的。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怎么能分得清哪些是毛的思想，哪些是江的思想？


  范：你的问题提得很尖锐。其实，如果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判定，我认为他们的政治思想在总体上基本是一致的。毛泽东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帅，江青是他的干将。当然，江青在有些地方搞得出轨，毛对她有所批评，甚至是十分严厉的批评，但在总体上，他们是一致的。这种批评有时是恨铁不成钢，有时是小批评大支持。


  没有影射周总理


  郑：您进入“梁效”后，很积极地工作，所以难免被认为是很深入地介入到当时政治斗争中，但您自己并不认为对高层的权利斗争很明了。比如，“批儒评法”，您就否认当时知道这是针对周恩来的，但是后来的专案组及群众的普遍看法都不是这样。


  范：你的问题比较尖锐。其实就是在问我是不是在文章中有意影射、攻击周总理。我要根据当时的情况如实地跟你谈一谈。到现在，舆论还是认为，“梁效”是反对总理的。现在的报纸杂志还继续着这个调子。我只能从我本人角度来回答我是否在文章中影射、攻击周总理这个问题。我在“梁效”期间一共参与草拟了34篇文章，其中28篇公开发表。一些重头文章的撰写，比如《林彪与孔孟之道》、《孔丘其人》、《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我都有参与，所以人家说我参与了好几篇扰乱全国的文章。


  1973年，我进入“梁效”，曾经风闻毛主席对周恩来有所批评，比如“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但是究竟毛和周之间是怎么回事，我还在思考过程中。我们1973年年底编写完批林的材料，1974年就被作为一号文件发表了。1974年我们写出第一篇重头文章《林彪与孔孟之道》。就在我们写文章的前夕，我听到过这么一段对话：毛主席在接见一次外宾后，跟总理讲：“你给整得够呛吧？”总理说：“没有没有，我刚才还说我不会抓大事。”然后两个人对着笑了。


  郑：这是什么人告诉您的？


  范：这是我很亲密的一个人告诉我的。


  郑：他是怎么知道的？


  范：听到文件传达的，这段话对我有很大作用。我心里就明确了，虽然毛主席对周总理有所批评，有时也比较厉害，但是毛主席并不想把总理像刘少奇、林彪那样打倒，还要依靠总理来维持全国的局面，来贯彻他的意图，所以我心里就有一个准则,不能影射、攻击周总理。比如《孔丘其人》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说，“刘少奇、林彪这一类政治骗子……”我故意加个“这”字限定一下，避免引起人们的误解。后来人们说我们文中说到孔丘时，有“七十一岁，病重在床”一句，是在影射周恩来总理。要我说，的确不是。那个时候，我们查过孔子年谱，确有这种情况，我们之前在别的文章里也这么说过。我们写文章时，是1974年2月，总理那时经常出来接见外宾，参加各种活动。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怎么能知道总理的健康状况？这是高级机密。1974年6月之后，我们才知道总理生病住院了。


  郑：“梁效”受审查期间，专案组让您承认影射了总理。您当时陈述了这个证据，他们认可吗？


  范：他们当然不认可了。他们认为我不老实嘛，认为我态度很不好，认为我是关键人物，因为我是“梁效”写作组长，且是写文章最多的一组的组长，重要文章都是我们小组写的。突破我这个关键人物，“梁效”的内幕就揭开了。当时主要抓两点，一是反华国锋，这是最重要的罪状。因为1976年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就是我们小组写的。要我们承认这是反华国锋，是篡党夺权的动员令。这个厉害得不得了。第二是反敬爱的周总理，主要是《孔丘其人》这篇文章，有“七十一岁，病重在床”这句话，是在影射周恩来总理，但这篇文章是很多人拼凑的，八易其稿嘛。当然我是这篇文章的主要执笔者，而且，“七十一岁，病重在床”就是我写上去的。


  郑：您回忆录里说，当时迟、谢也没有授意您针对周，写这篇文章只为“批林批孔”。现在有的文献说，当时江青是很公开地把矛头指向了周，其政治斗争的意图相当明显，连地方上的造反派都借机反周。 “梁效”的成员会一点都没意识到？


  范：我只讲我自己，我当时完全没有，我对自己很清楚，我只能如实说话。“梁效”其他成员是否有意识，只能由他们自己来说。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我在“梁效”期间，迟群、谢静宜，包括其他“梁效”头头，没有授意我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从来没有。我本人也没有和任何人私下议论，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后来，学习班要揭发我，但找不到证据，说范达人在底下散布对周恩来不满的言论，要攻击他。我声明我没有。


  郑：江青反周的意图是明白无误的。您认为，江青为什么从来也没有公开指示或者暗示“梁效”的成员，要在文章中攻击周？


  范：这涉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问题，当时的内幕，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完全公开。我举个例子，现在有些材料说，1973年11、12月，根据毛主席指示，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总理，批评了20几天。会上很多人发言批周，还专门成立了所谓“帮助周恩来小组”。会上怎么批的，周恩来总理怎么发言的，真相没有披露，只有个别人透露过一点点。如果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就应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把真相告诉人民。


  “梁效”不是我自己的选择


  郑：陈熙中老师在“梁效”时每天记日记，他给我看过，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梁效”的生活很平静。除了不得在房间会客；不得把所写的文章内容透露给他人；周末回家，周日晚上必须归队之外，好像没有传说或想象的那样神秘。当时那段生活，给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范：进入“梁效”，我当时感觉很荣幸。觉得得到了党的信任，觉得这个班子是毛主席要求建立起来的（虽然当时不明确，但我们心里知道谢静宜是挂在哪条线的），且选拔出来的人应当说都是有一定的能力的。我当时很高兴，真的，就是要积极干，就是这样一种心态，所以一开始并不觉得有问题。后来慢慢有一点使我感到不快乐的地方，觉得“梁效”的领导好像对我有点看法。有一次我问一个“梁效”的成员：“‘梁效’的伙食每天补助多少钱？”他说：“四毛钱。”我问：“谁补助的？”没过多久，“梁效”的支部书记马上找我谈：“我们补助多少钱你难道不知道吗？你问这个是什么目的？”我觉得他怎么这样，我是随便问问。后来有一次，我说，我们给毛主席和政治局选编的大字本的文章，听说外交部的同志那里也有。好，这个事情也反映上去了。又找我谈话，说我和外交部的人吃吃喝喝。我们跟外交部的人一点关系都不要有，搞得我莫名其妙。我想也许因为我夫人是外交部的干部，他便以为我跟外交部关系密切，好像我通过我夫人，会把“梁效”的情况告诉外交部的有关人。


  郑：您看到过当时光明日报社莫艾审查组组长王忠人的回忆文章吗？其记述了《光明日报》1976年刊发《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的前前后后。


  范：看了。我还看了他接受的凤凰卫视的采访。


  郑：您认为他说的符合事实吗？


  范：他把我们具体的写作过程说得很合乎事实，并得出两点结论：一、《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是《光明日报》约“梁效”写的，跟“四人帮”没关系。二、此文9月30日已经定稿，而且显示了定稿的原件。华国锋在批示乔冠华的报告中说：6个字错了3个字，不是“按既定方针办”，是“照过去方针办”。我认为王忠人作为“莫艾专案组”的组长，能够站出来实事求是地说话，很了不起。我真是很佩服他的精神，这是要有勇气的。不过我要补充一点，这个问题的大前提，就是“按既定方针办”到底怎么出来的。我经过了调查研究，弄清楚了。最早是华国锋在1976年8月的计划会议上传达的，说毛主席最近有两个指示，一是“按既定方针办”，二是“国内问题要注意”。这是我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的同学于当年8月告诉我的。《光明日报》的汪波清找我们约稿，给我们念计划工作会议的纪录，也是“按既定方针办”。后来《人民日报》社的同学又告诉我，他们起草1976年9月16日的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第一次把“按既定方针办”用黑体字排出来，说他们在起草过程中商量，最好加上毛主席语录，能反映我们要继承毛主席遗志。他们看到新华社内参，登了华国锋的讲话，觉得这句话很好，就用上了。据说华国锋因为两个“坚持”（“坚持批邓、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革命路线”）后来挨批了。之后，有的单位曾经传达华国锋的错误，其中有一条，就是华传错了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本来说是“按过去方针办”，他传的是“按既定方针办”，所以归根溯源“按既定方针办”是他传错了。后来我亲耳听到传达，彭真就说，完全是咬文嚼字，两个有什么区别？


  郑：您听到这个传达是什么时候？


  范：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华国锋是这句话的始作俑者。1976年10月4日，《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章发表，其中有一句话很厉害：“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没有好下场。”他便疑神疑鬼，过于敏感，当时他和“四人帮”的权力争夺是白热化的。这在《吴德回忆录》中有讲述。


  郑：那么您的看法是，这件事完全是一个误会，或者说是阴错阳差成为了一个大的历史事件的导火索？


  范：这个事情对我们“梁效”来说，首先是个冤案。对光明日报社莫艾、孙关龙两人来说也是。我们“梁效”被审查两年多，最后把我关进监狱，重要罪名就有这一条：反对华国锋。我始终不承认，说没有！


  郑：您当时坚决不承认，需要很强大的决心。您从来没有想到迫于压力承认算了？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范：我觉得应该实事求是，我相信事情会有弄清楚的那一天。我是搞历史的，要尊重事实，尊重历史，不能为了过关，违心地假造情况，迎合他们的需要，编出个故事出来。不能这样。


  郑：您难道没想到过，如果拒不承认，就会引起更严重的方式？


  范：对，我想到过。即使想到过，我也不愿这样做。按照当时的说法，这样做是失去党性，也失去人性的。


  郑：当时您组里有一个人承认了，是吧？


  范：是被迫的。被迫承认一些东西，交代一些东西，是有这样的情况。


  郑：就是说承认了的人，后来各方面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您没有承认，后来入狱一年多。您现在想来，有没有后悔当时过于坚决？


  范：当时搞的那套，还是完全继承了“文革”那一套。当时他们整人的方法跟“文革”是一样的,我是有思想准备的。隔离审查之后，专案组长就说：“还不承认，我们就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你到时后悔莫及。”有的专案组工作人员对我比较友好，偷偷告诉我：“可能会对你采取比较严厉的措施，你有什么话要带给家里人的？”有的人看到我早上在校园里跑步，目瞪口呆：“你现在还锻炼身体？”所以我有预感。后来真变为现实了，把我作为从严处理的典型，关进监狱。当时我很难受，很失望，茫茫一片黑暗，不知何时是尽头。觉得范达人可能完了，可能死在监狱里头了。我想，这也是命运的安排。听天由命。


  郑：您后来从狱中出来，回到北大历史系。当时不允许您教课、写文章。原来您在业务上一直是比较拔尖的，现在地位一下子变了，有一个巨大的落差，您当时有什么样的感受？


  范：从监狱里放出来，一开始在学校里，专案组还让我一边接受监督劳动，一边交代。后来历史系的党总支书记认为不要这样做，他说让我去打扫厕所是侮辱人格，后来就允许我回家了。那时北大党委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他们知道我们去“梁效”的整个过程：是党派去的。我们这些人是什么情况，他们心里有数。当时上面有三条禁令：不准上课、不准写文章、不准出头露面。我这个人有点奇怪，我出来之后，无所谓，人家觉得抬不起头来，我没有犯罪感。我照样去游泳，照样去会见朋友聊天。人家觉得很奇怪。我认为自己做的那些事是按照毛主席路线、党中央的指示，我没搞什么阴谋诡计。你说我反华国锋、反对周总理，我没做那样的事，我就没有犯罪感。你说三不准，我还照样写论文，跟别人合作，学报看了我的文章还要用。人家就议论了，说怎么又有范达人的文章？就让我改名，我就改了笔名。


  郑：当年“梁效”的有些成员，似乎没有受到那段经历的影响，现在在国内的发展很好。人生境遇殊同，您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年没有卷入到“梁效”中来，您现在的人生轨迹可能很不一样，也许在学术上的成果会更大？


  范：总体上说没有这样想，因为这是命运的安排，到“梁效”不是我自己的选择。


  郑：您在“文革”中为“梁效”服务，其行文逻辑都是那种充满火药味的阶级斗争式的；“文革”后您搞比较史学，跟以前的方式则完全不同，过去的那种思维方式实际是在您的盛年时期形成的，应该对您的影响很大。后来您要开始真正从事学术的研究，必须要经过一个彻底的转换。您当时觉得这种转换困难吗？


  范：转换好像不是很难。文章写多了知道怎么写文章。转到学术性文章并不困难，很快就适应了。


  不是罪过，无须忏悔


  郑：我看了您的回忆录，觉得您的行文很坦诚，不过里面有没有您出于各种考虑，有意隐讳的？


  范：有讲得不够透的地方。有些地方会涉及很多人，分寸拿捏起来比较困难，有些人因为我写这个不高兴，这我也知道。比如，我在书中公布了“梁效”名单。有的人说，本来人家不知道我是“梁效”的成员，你这样一公布，大家就知道了。我认为这是事实呀。过去说到“梁效”，大家只知道四老：冯友兰、魏建功、周一良、林庚。他们背着“梁效”的黑锅。大家也不知道范达人是何人。弄清楚历史的真实情况对大家都有好处的。


  郑：有些人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曾是“梁效”的成员，不希望自己的名字和“梁效”联系在一起。您认为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


  范：这个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你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问问他们。


  郑：国内的媒体上很少提到“梁效”。偶然提到了，也还是认为“梁效”是“四人帮”的写作班子。这正是您努力想澄清的，您认为大家会接受您的看法吗？


  范：我讲的是事实。我是学历史的，我相信历史的真实是有强大生命力的，真相终会大白。


  郑：您在回忆录中附录了当年批判您的大字报，您当时是出于怎样的想法要把它们保留下来？


  范：这是出于搞历史的人的习惯，保存原始资料。我看到那张大字报，那么长，而且是专门讲我的，就去抄下来。说实话，我没觉得特别反感，因为那时批判会上调子比这高的也有。我当时站在那，抄了有两天，一字一句把它抄下来，然后妥善保存。后来入狱都没丢失。


  郑：别人见您在那里逐句抄大字报，不会觉得奇怪吗？


  范：我们那个专案组长问我：“怎么样？”我就笑笑，没回答他。我想：让历史去判断吧。


  郑：关于“梁效”这段历史中的个人结论，是在1988年才做出的。而您1979年就出狱回北大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后才做出结论，您猜是什么原因呢？


  范：主要是对“梁效”问题看法有分歧。北大党委的调查研究结果，比较实事求是，认为好多问题不存在。比如《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是否是篡党夺权的动员令，1978年年底已经弄清楚了，不是篡党夺权的动员令，跟“四人帮”没有关系。因为，1978年年底、1979年年初，光明日报社的专案组就向受审查的两个人讲“我们过去搞得不对”，表示歉意。


  郑：您认为“梁效”的成员对那段历史应当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范：应当把事情讲清楚，应当面对。作为“梁效”成员，有责任把自己当时的思想状况，当时的所作所为讲清楚。至于大家怎么评判，我觉得会按事实来说话。


  郑：但是，您这种愿望会遇到一些障碍。首先，这段历史过去这么多年了，社会的关注点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不一定还愿意把目光投向这些问题。其次，“梁效”虽然在当时的影响力很大，但其实就个人命运来说，涉及人员数量很少。还有，社会的思维是有定式的，人们习惯于把“梁效”和“四人帮”联系在一起，而后者是作为非正义的一方退出历史舞台的，那么要使人们重新认识这个问题，其实是相当困难的。


  范：“梁效”涉及的具体人物并不多，只有39个人，涉及的面不大，而且绑在“四人帮”这条线上，所以要说清楚这个问题不是很容易的。但是，我相信会说清楚的。王忠人敢于说出来就是一个例子。


  郑：但是，王忠人的情况还是不一样的。他当时的角色不一样，他本身没有卷入“梁效”。而且，我认为，人们今天对待“文革”的态度还有很多盲点和误区。主要是我们这个民族普遍的思维习惯其实还是不够严谨、科学。


  范：对，有些人不愿意谈，可能有他们的道理，但是大家还是愿意还原历史的。


  郑：您是否认为对“梁效”的成员来说，“梁效”的经历不是一种罪过，不需忏悔？


  范：对。应当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加以解释。这批知识分子在“梁效”到底怎么回事，把真相弄出来，可以吸取真正的经验教训。


  郑：您说的吸取真正的经验教训，指的是什么？


  范：就是知识分子应当起什么样的作用。知识分子应当独立思考，认为对的，应当拥护；认为错的，应当鞭挞。真正从社会良知的角度上来写文章，起到很好的舆论作用，


  郑：以您为例，您也承认当时效命“梁效”时，您是发自内心地拥护政权的，也是很真诚的。


  范：知识分子不应作为一种工具依附于某社会集团，但宣扬自己认为对的观点，无可厚非。如果认为不对，应当发出不同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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